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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腐败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本

文利用 2000—2017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域的面板数据, 将地区反腐败力度、 经

济增长与碳排放纳入扩展的动态空间 EKC 模型中, 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实证分

析反腐败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改变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

系。 研究发现: 在国家层面, 反腐败能有效抑制碳排放, 并通过降低 EKC 的

拐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在区域层面, 反腐败对碳排放的

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在东部地区, 反腐败对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并使

EKC 的拐点降低; 在中、 西部地区, 反腐败对碳排放暂时起促进作用, 并使

EKC 的拐点提高。 鉴于此, 政府应在环保领域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 并探索适

合东、 中、 西部地区的反腐模式, 彻底从源头上抑制碳排放并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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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的环境污染

·97·

①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环境分权与地区反腐败对碳排放的作用路径、 影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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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日益严重。 碳排放 (主要是 CO2 排放) 是导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
由其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全球碳计划

(Global Carbon Project, GCP) 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的碳排放从 1978 年的

14. 73 亿吨增加到 2018 年的 100. 17 亿吨,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

国。① 与此同时, 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 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的数据显示, 2001—2018 年中国的清廉指数 (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 一直在 32 ~ 41 波动。② 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

形成了持续高压的正风反腐态势,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依然严峻。③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环境污染加剧和腐败问题并存的现

实, 人们不禁会问: (1) 反腐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抑制碳排放? (2) 反

腐败是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并影响中国的碳排放的? (3) 在中国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 上述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从实证角度探讨上述问

题无疑对实现中国经济、 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以及推动 2030 年碳

达峰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 研究进展与理论假设

(一) 研究进展

目前, 直接从反腐视角探讨反腐败、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研究

较少, 既有研究多是基于腐败、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三者的关系展开探

究。④ 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利用向环保监管人员行贿和影响环保政策制定等

手段对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 López 等以腐败或寻租行

为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影响为切入点, 构建了政企合作与非合

作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发现腐败会通过放松环境规制执行力度、 扭曲资

源配置和降低政府行政效率等多种途径损害经济增长和影响环境可持续性,
但不会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之间的关系, 并且, 腐败程度的提升会提高环境污染水平及EK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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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拐点。① 同样, Leitão 基于多国面板数据建立了加入腐败变量的 EKC 新模

型, 结果表明腐败会提升各国 EKC 曲线的拐点并加剧当地的环境污染 (硫
排放)。② Pellegrini 等基于 22 个欧洲国家 1999—2001 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

析了腐败对环境的影响, 结果显示, 腐败通过削弱环境规制产生的直接效应

显著加剧环境污染, 而腐败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间接

环境效应则取决于当地的收入水平。③ Morse 基于 95 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别

对腐败与环境、 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发现腐败与环境质量、
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但剔除收入影响后, 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显

著。④ Biswas 等利用 1999—2005 年 100 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了腐败、 影

子经济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发现环境污染与影子经济呈正相关关系, 但

这种关系可通过降低腐败水平得到有效控制。⑤ Chen 等利用 1998—2012 年

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采用广义矩量法 (GMM) 分析了地区腐败、 影子经济

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 地区腐败官员比例的增加将削弱环境规

制效果, 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并增加污染物排放。⑥ 郭炳南等利用静态和动态

面板模型, 发现腐败程度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 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则呈

倒 U 型关系。⑦ 此外, 部分学者探讨了反腐败与环境污染的直接关系。 例

如, Ivanova 基于 39 个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腐败水平的降低可以有效提

高环境规制和污染治理水平, 进而降低硫排放水平。⑧ 王佳等基于一个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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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非合作博弈模型, 得出腐败会显著增加 CO2 和 SO2 的排放量的结论。①

也有不少学者得出与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结论。 例如, Cole 采用 9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方面探讨腐败对环境污染的影

响, 发现腐败既能直接增加相关国家的碳排放, 也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间接

减少碳排放, 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② Akhbari 等使用 61 个国家 2003—
2016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 腐败与环境污染呈非线性关系: 在发展中国

家, 腐败水平每下降 1%将使碳排放水平下降 0. 08% ; 而在发达国家, 腐败

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③ Sekrafi 等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突尼斯

的研究发现, 控制腐败有助于经济增长, 且这种影响能间接降低碳排放, 但

控制腐败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④ Zhang 等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

型分析了腐败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碳排放的影响, 结果发现腐败对低

碳排放国家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 而对高碳排放国家的碳排放影响

不显著, 且腐败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⑤ Grossman 等也认为, 由于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 EKC 关系, 所以腐败可能会通过更加复杂的

机制来影响环境质量。⑥ Bardhan 从微观经济理论的视角指出, 腐败有利于

企业避开无效率的行政管理, 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据此得出腐败可以促

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质量的结论。⑦ 李子豪等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通

过建立联立方程检验了腐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结果表明, 腐败会通过放松

环境规制或扭曲环境政策直接加剧环境污染, 但同时也可以通过减少经济收

入间接降低环境污染。⑧ 晋盛武等基于传统的 EKC 模型, 利用中国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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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腐败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影响, 发现腐

败会阻碍经济增长, 但腐败能够通过抑制经济增长对碳排放产生抑制

作用。①

此外, 一些学者也基于外商直接投资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和贸易开放分析了腐败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Cole 等利用 33 个国家的面板数

据分析了 FDI 和腐败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 发现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引进

外资时通常会制定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 进而推动污染物向腐败地区的转移

和 “污染避难所” 的产生, 同时, FDI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与腐败程度呈正相

关。② 郑展鹏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不同的是腐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地

区异质性。③ Rehman 等基于南亚 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开放和腐

败对环境的影响, 发现腐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显著, 但腐败制约着贸易开

放对环境质量的改善。④

可见, 关于腐败与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腐败与 SO2、 雾霾和工业废

水等污染物之间关系的检验方面, 直接从反腐败视角将腐败、 经济增长与碳

排放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较少。 其次, 在应用 EKC 模型探

讨腐败、 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时, 忽略了空间因素的作用 (由于地

理数据都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或空间溢出效应, 故邻近地区的观测值可能会对

本地区的观测值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而有可能导致结果偏误。 另外,
一些学者在利用 EKC 模型研究地区腐败、 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关系时,
直接引入人均 GDP 及其高次项 (含平方项) 作为解释变量。 由于模型中包

含了人均 GDP 及其高次项等变量的非平稳序列或非线性转换, 原来的面板

数据模型变得不适用, 进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误。⑤ 再次, 我国东、
中、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反腐败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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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碳排放的影响可能不同, 而现有的基于 EKC 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建立在不

同地区具有相似的收入—环境曲线的假设之上的, 因而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失

真现象。①

鉴于此, 本文首先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 EKC 模型为基础, 考

虑碳排放具有的时空滞后特性, 借鉴 Bradford 等的研究方法②构建一个包含

反腐败、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动态空间 EKC 模型, 旨在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1) 反腐败对中国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如何? (2) 反腐败是否会通过影响经

济发展而间接改变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 考虑经济发展的空

间异质性, 中国东、 中、 西部地区的反腐败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然后, 利用中国大陆 30 个省域 2000—2017 年的面板数据及空间权重矩阵对

反腐败、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最后, 根据实证结果为转

型期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二) 理论假设

在政治上高度集权、 经济上高度分权的框架下, 地方政府的腐败行

为③成为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④ 一方面, 地方政府官员 (包括一般公

职人员) 在环保执法时会因收受贿赂或主动 “索租” 而利用自己的权力

为企业提供污染庇护或便利渠道, 从而直接影响环境质量 (如导致碳排

放增加); 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官员为获取职务晋升会选择 “触底竞争”
(即因偏好经济增长而放松环境规制执行力度),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

经济增长, 进而间接影响碳排放。 本文假设在反腐败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中, 中央政府除制定环境策略和关心社会福利是否最大化外, 不直接参与

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 在这样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官员只是环境策

略的执行者, 负责对企业生产行为和地方经济进行干预, 并期望自身效用

最大化 (包括从企业获得更多的贿赂); 企业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排污

者。 本文假定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一个完全信息对称的动态博弈, 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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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企业为寻求放松环境规制决定向地方政府官

员行贿, 以获取便利的排污权; 第二阶段, 地方政府官员接受行贿 (当

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会贪污腐败), 在环保执法中放松环境规制, 以最大

化自身效用; 第三阶段, 企业在环境规制放松且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

下选择高效但更具污染性的技术进行生产, 以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参

考贝叶斯博弈理论①以及龙硕等的研究成果,② 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 μ 表

示为如下形式:

μ = απ + βy (1)

式中, α 为企业的行贿比例, α∈ [0, 1], π 为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
απ 表示地方政府官员获得的经济利益 (即贿赂收入); y 为地区产量 (可视

为经济增长), 该值越大, 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政治晋升的概率越大 (在当前

的中国, 地方政府官员作为政治参与者, 对职务晋升有很强的追求; 而在以

GDP 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指标的背景下, 地方企业推动的经济增长将为政府

官员带来政治利益); β 表示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晋升与环境质量决策中的

主观权重 (即相对关注程度), β∈ [0, 1], β 越接近于 1, 表示政府官员

越注重政治晋升, 反之则越注重环境质量。
假设正常环境规制程度为 1, 相应的企业产量和排污量也均为 1, 地方

政府放松环境规制的程度为 c = 1 + x, 其中 x 为行贿比例 α 的函数。 企业采

用更具污染性的技术开展生产后, 产量和排污量分别为原来的 1 + x 和 1 +
φx 倍, 则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和超标排污量分别为 x (这里把价格视为外生

变量, 可以不考虑) 和 φx (φ > 1)。 假定 φx 越大, 地方政府官员放松环境

规制 (即腐败行为) 被发现的概率 pφx (p > 0) 就越大, 进而地方政府官员

接受贿赂所得被没收和政治晋升被取消的可能性就越大, 则地方政府官员接

受贿赂并放松环境规制获得的期望效用为:

E(μ) = (1 - pφx)[αx + β(1 + x)] (2)

地方政府官员存在最优策略的一阶条件是对式 (2) 关于 x 求导, 然后

利用 c∗ = 1 + x∗可得到环境规制放松程度的最优解为:

c∗(α) = 1 + [α + β(1 - pφ)] / 2pφ(α + β) (3)

再对式 (3) 关于 α 求导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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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α = β / 2(α + β) 2 (4)

该式表明环境规制放松程度会随行贿比例增加而提升, 这意味着地方政

府官员腐败越严重, 环境规制就越宽松, 环境污染也就越严重。 由此可得到

假设 1: 地区腐败行为会直接加剧环境污染, 即反腐败会直接提高环境

质量。
此外, 我们假设企业已知上述反应函数, 那么其最优策略应该是选择行

贿比例 α, 以使其超额利润中留存利润的比例达到最优。 超额利润留存函数

的表达式为:

π∗ = (1 - α)π(α) = (1 - α){[α + (1 - pφ)β] / 2pφ(α + β)} (5)

式 (5) 中, π (α) 为超额利润函数, π∗函数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企

业最优行贿比例 α∗ = pφ (β2 + β) - β。 该条件的含义是地方政府官员越

看重政治晋升 (即 β 接近于 1), 则地方政府越倾向于放松对企业的环境规

制, 此时经济会出现较快增长, 但环境污染也会随之加剧。 由此可得到假设

2: 地区腐败行为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而间接影响环境质量。 这意味着反腐

败会间接改善环境质量: 反腐败力度越强, 环境污染程度就越轻, 但会导致

经济增长放缓; 反之, 则反是。

三、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 模型构建

如前所述, 腐败行为会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 (如碳排

放)。 为刻画上述影响, 本文借鉴 EKC 模型将反腐败力度、 经济增长与碳排

放纳入扩展的动态空间 EKC 模型中。 Grossman 等基于地区面板数据提出的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 EKC 模型为:①

CO2it = α + β1Yit + β2Y2
it + β3X it + εit (6)

式 (6) 中, i、 t 分别表示省域和年份; α 为常数; β 为估计系数; CO2it表

示人均碳排放量; Yit表示经济增长水平; Y2
it为经济增长的二次项, 用来检验经

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是否存在倒 U 型关系; Xit为控制变量; εit表示随机误差。
Cole 在式 (6) 的基础上引入反腐败力度 (anti-corruption effects, ACE)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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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对反腐败与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① 具体的回

归模型如下:

CO2it = α + β0ACE it + β1Yit + β2Y2
it + β3X it + μi + γ t + εit (7)

式 (7) 中, ACE it 表示省域反腐败力度; μi 和 γt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

(反映省域间在资源禀赋、 消费偏好等方面持续存在的差异) 和时间效应

(反映除经济增长以外, 随时间变化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其他变量的含

义同前。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式 (7) 考虑了面板数据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

应导致的偏误问题, 但该式并未体现反腐败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的影响, 这显然与前述的理论推断不符; 另外, 式 (7) 中包含了非平稳

的人均 GDP 及其平方项这两个变量的非线性形式, 而目前的面板数据模型

在参数估计过程中并不适用于这种解释变量存在非平稳序列非线性形式的情

况。② 本文借鉴 Leitão 和 Bradford 等的方法,③ 基于人均 GDP 及其增长率设

定反腐败、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 EKC 模型, 从而避免在面板数据

中使用非平稳序列的非线性形式, 以便获得更加准确的估计结果。
假设研究期内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倒 U 型关系成立, 则对 EKC 方程进

行时间求导后可得到:

CO2it / t = α(Yit - Y∗
it ) rit (8)

式 (8) 中, α 为小于零的常数 (确保 EKC 为倒 U 型); Y∗
it 是 EKC 拐点

所对应的人均 GDP 值; rit 表示人均 GDP 增长率。 当 rit > 0 且 Yit < Y∗
it 时,

CO2it / t >0, 表示碳排放将不断增加; 而当 rit > 0 且 Yit > Y∗
it 时, CO2it / t <

0, 则表示碳排放将不断减少。 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反腐败力度是否

会对碳排放造成影响, 所以笔者参考 Leitão 以及 López 等的成果,④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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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C 曲线的拐点 Y∗
it 是 ACE 的函数, 表示为:

Y∗
it = θ1 + θ2ACE it (9)

结合式 (8) 和式 (9) 可得到反腐败、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联系方程:

CO2it / t = α[Yit - (θ1 + θ2ACE it)] rit (10)

对式 (10) 两端的时间 t 求积分, 再引入难以观测的个体效应 (即不随

时间变动的地区效应) 和其他影响碳排放的控制变量以及随机误差项, 同时

考虑反腐败力度的直接效应, 得到修正后的方程为:

CO2it = α + β0(Yitrit) + β1 rit + β2ACE it + β3(ACE itrit)
+ β4X it + μi + γ t + εit (11)

考虑碳排放具有的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依赖特性) 和时间滞后特征 (碳
排放路径依赖), 笔者在式 (11) 的基础上添加碳排放的空间滞后项 ρwijCO2it

和时间滞后项 τL. CO2it, 得到最终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为:

CO2it = α + τL. CO2it + ρw ijCO2it + β0(Yitrit) + β1 rit + β2ACE it +
β3(ACE itrit) + β4X it + μi + γ t + εit (12)

式 (12) 中, τ 为时间滞后系数, 表示上一期人均碳排放量对当期人均

碳排放量的影响, 以减少变量遗漏导致的估计偏误和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风

险; ρ 为空间滞后系数, 反映周边地区碳排放对本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w ij为地理空间权重, 当两区域相邻且拥有共同边界时, 权重值取 1, 否则取

0; 其他变量的含义同前。
(二) 模型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均碳排放量 (CO2it)。 目前, 中国官方尚未公布

各省域碳排放量的数据和计算标准。 本文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提供的方法, 基于 8
种主要化石能源 (原煤、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

气) 估算各省域的人均碳排放量。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O2it = (∑
8

j = 1
E ij × SCC j × CEC j × 44 / 12) / PEOit (13)

式 (13) 中, j 表示化石能源种类; E ij表示 i 省域的化石能源消耗量;
SCC j 为化石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 CEC j 为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44 / 12
表示 CO2 的分子量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PEOit为各省域年末人口数。 各类化

石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和碳排放系数均来自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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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核心解释变量

作为一种公权滥用行为, 腐败具有很大的隐蔽性, 从而给如何定量表征

ACE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本文借鉴既有研究, 采用每万名公职人员贪腐、
渎职立案数来表征各省域的 ACE。 此外, 经济增长水平 (Yit) 采用各省域

人均实际 GDP 表示。
3. 控制变量

关于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考虑人口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

排放的影响。 其中, 人口密度 (人口规模) 越大的省域, 其居民对自然资

源的依赖程度越高, 进而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 技术效应主要是通过科

技研发和对外经济活动对技术产生影响来实现; 结构效应则是通过不同产业

对能源的需求差异来影响碳排放。 因此, 本文选取人口密度 (PD)、 研发强

度 ( RD)、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产业结构 ( INDU) 和贸易开放度

(OPEN) 作为控制变量。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消除各地规模差异造成的影

响, 人口密度以各省域年末人口数与该省域行政区面积之比表示; 研发强度

用各省域研发经费支出占该省域 GDP 的比重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以各省域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该省域 GDP 的比重度量; 产业结构用各省域第二产业

产值占该省域 GDP 的比重衡量; 贸易开放度以各省域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

省域 GDP 的比重表示。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笔者仅收集了 2000—2017 年各省域的贪腐、 渎

职立案数以及公职人员数。 因此, 本文选取相应年份中国大陆 30 个省域

(不包括西藏、 香港、 澳门和台湾) 作为研究对象。 各省域的能源消耗量、
人均实际 GDP、 研发经费支出和外商直接投资等相关数据均来自各年 《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和各省域的统

计年鉴。 各省域每万名公职人员贪腐、 渎职立案数来源于 《中国检察年鉴》
以及省级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文中所有涉及价值形态的数据, 均采用相应

的价格指数调整到以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则以各

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进行折算。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此

外, 为最大限度地消除量纲、 异方差以及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对所有

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表 1　 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单位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CO2 人均碳排放量 吨 540 5. 96 4. 37 33. 66 1. 08 2. 71 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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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 变量定义 单位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ACE
每万名公职人员

贪腐、 渎职立案数
件 540 28. 05 10. 43 80. 18 1. 74 1. 05 1. 83

Y 人均实际 GDP 千元 540 22. 79 16. 90 98. 10 2. 92 1. 51 2. 49

PD
年末人口数 /
行政区面积

10 人 / km2 540 42. 92 61. 05 382. 57 0. 74 3. 89 16. 82

RD
研发经费支出

占 GDP 的比重
% 540 1. 71 1. 49 9. 84 0. 14 2. 73 10. 15

FDI
外商直接投资

占 GDP 的比重
% 540 3. 18 2. 52 14. 66 0. 05 1. 21 1. 51

INDU
第二产业产值

占 GDP 的比重
% 540 45. 51 7. 98 66. 80 19. 00 - 1. 01 1. 34

OPEN
进出口贸易额

占 GDP 的比重
% 540 37. 24 40. 98 189. 05 1. 83 1. 89 2. 99

　 　

四、 实证检验

(一) 碳排放与反腐败力度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计量模型中考虑空间效应的前提是变量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即某一空

间单元上的地理现象 (观测值) 与邻近单元之间存在相关性。 本文采用最

常用的 Morans I 对被解释变量 (CO2) 和核心解释变量 (ACE) 进行空间自

相关性检验, 其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 n
S0

×
é

ë

ê
ê∑

n

i = 1
∑

n

j = 1
w ij(yi - y)(y j - y)

ù

û

ú
ú ∑

n

i = 1
(yi - y) 2 (14)

式 (14) 中, Morans I 表示变量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 其取值范围

为 - 1≤I≤1, 当 I 接近 - 1 时, 表示省域间存在空间负相关; 当 I 接近 1
时, 表示省域间存在空间正相关; 而当 I 等于 0 时, 则说明省域间不存

在空间相关性。 S0 = ∑
n

i = 1
∑

n

j = 1
w ij ; n 为省域个数; yi、 yj 分别表示省域 i

和省域 j 的观测值; y 为各省域观测值的平均值; W 为空间邻接权重矩

阵。 由于 Queen 空间权重矩阵比 Rook 空间权重矩阵更能反映空间真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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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故本文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后面的实证分析中均采用 Queen 邻近原

则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即地理相邻的省域权重值为 1, 其他情况赋值为

0; 考虑到海南省不与任何地区相连, 但与广东省经济联系紧密且距离

较近, 因此设海南与广东相邻。
利用 GeoDa 1. 10 软件计算的全局 Morans I 值显示 (见表 2), 2000—

2017 年中国省域人均碳排放的全局 Morans I 值均显著为正, 表明各省域的

人均碳排放并非完全随机状态, 而是存在非常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依
赖性)。 尽管各省域人均碳排放的全局 Morans I 值在时间上有所波动, 但总

体上其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很稳定。

表 2　 2000—2017 年中国省域人均碳排放与反腐败力度的全局 Morans I 值

年份
CO2 ACE

I 值 p 值 z 值 I 值 p 值 z 值

2000 0. 309 0. 004 2. 936 0. 134 0. 098 1. 385

2001 0. 258 0. 011 2. 633 0. 166 0. 056 1. 626

2002 0. 251 0. 006 2. 599 - 0. 005 0. 400 0. 232

2003 0. 221 0. 002 2. 278 - 0. 035 0. 446 0. 024

2004 0. 330 0. 003 3. 252 - 0. 072 0. 384 - 0. 336

2005 0. 303 0. 002 3. 074 - 0. 122 0. 240 - 0. 692

2006 0. 312 0. 006 3. 027 - 0. 159 0. 156 - 1. 004

2007 0. 313 0. 005 3. 125 - 0. 014 0. 392 0. 217

2008 0. 307 0. 005 3. 279 0. 127 0. 062 1. 239

2009 0. 298 0. 002 3. 156 0. 016 0. 324 0. 445

2010 0. 321 0. 005 3. 319 0. 049 0. 214 0. 731

2011 0. 298 0. 006 3. 217 0. 082 0. 162 0. 975

2012 0. 295 0. 005 3. 263 0. 034 0. 242 0. 639

2013 0. 288 0. 007 2. 886 0. 252 0. 012 2. 471

2014 0. 284 0. 009 2. 984 0. 219 0. 024 2. 157

2015 0. 275 0. 010 2. 823 0. 218 0. 023 2. 169

2016 0. 262 0. 014 2. 770 0. 211 0. 040 2. 141

2017 0. 278 0. 016 2. 751 0. 320 0. 020 3. 266

　 　 注: z (I) 为标准化统计量; p 为 I 的显著性水平, 使用蒙特卡洛法模拟 1000 次得到。
若 p 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α = 0. 05), 且当 | z | > 1. 96 时, 则表示观测变量具有显著

的空间相关性, 即拒绝零假设; 当 | z | < 1. 96 时, 则空间相关性不显著, 接受零假设; 而当

z 值为 0 时, 表示观测变量呈随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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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人均碳排放的 Moran 散点图也显示, 在 2000 年和 2017 年 (受
篇幅限制, 本文只绘制了这两个年份的散点图) 这两个年份, 均有 23. 3%
和 53. 3%的省域分别落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 (见图 1), 且呈现出高—
高、 低—低的集聚特征, 这表明碳排放的省域空间传输可能是影响中国碳

排放治理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 在实证模型中加入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效

应很有必要。 就核心解释变量 ACE 而言, 其全局 Morans I 值非常小, 且

除了在 2013—2017 年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外, 其他年份均不显著 (见
表 2), 这说明中国各省域的反腐败力度在 2013 年前存在较明显的随机性;
至于自 2013 年开始全局 Morans I 值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性, 可能与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域的反腐败力度普遍加大有关。 此外, ACE 的全

局 Morans I 值波动较大, 即表现出正相关 (2000—2001 年) —负相关

(2002—2007 年) —正相关 (2008—2017 年) 的变化特征。 由于 ACE 的

空间相关性不稳定且在多数年份并不显著, 所以本文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

探讨反腐败力度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影响时, 并未在模型中考虑反腐败

力度的空间效应。

图 1　 2000 年与 2017 年中国省域人均碳排放的 Moran 散点图

(二) 反腐败力度、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回归检验

依据前述的模型设定及相关数据, 本文运用 Stata (MP 14. 0) 软件对反

腐败力度、 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考虑固定效应模型在经

济理论和统计性质上具有的优势, 以及面板数据中当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

关时应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这一原则, 本文在进行 EKC 的实证分析时选用固

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并且 Hausman 检验的结果也证明了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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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层面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基于中国大陆 30 个省域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其中, 模型 1 是只考

虑时空滞后效应和核心解释变量而并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

2 ~ 6 是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被解释变量的时

间滞后项的系数 τ、 空间滞后项的系数 ρ 以及随机误差项的标准差的平方项

(sigma2_e) 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中国省

域人均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时空依赖效应, 即省域碳排放在时间上具有动态连

续性, 上一年的碳排放会对下一年的碳排放产生影响; 而在空间上, 邻近省

域的碳排放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 此外, 比较模型 1 ~ 6 的回归

结果, 可以发现各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而且 Log-likelihood 与 R2 也较为合理。 因此, 整体而言, 模型回归效果较好。
下面仅以模型 6 为例, 对各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表 3　 国家层面反腐败力度、 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L. CO2 (τ) 0. 5539∗∗∗

(22. 21)
0. 5398∗∗∗

(21. 77)
0. 5332∗∗∗

(21. 33)
0. 5332∗∗∗

(21. 33)
0. 5058∗∗∗

(19. 59)
0. 5079∗∗∗

(19. 64)

W∗CO2 (ρ) 0. 3536∗∗∗

(3. 61)
0. 3796∗∗∗

(3. 87)
0. 3961∗∗∗

(4. 03)
0. 3963∗∗∗

(4. 03)
0. 3912∗∗∗

(3. 98)
0. 3846∗∗∗

(3. 91)

Yr (β0)
- 0. 0281∗∗

( - 1. 99)
- 0. 0153∗∗

( - 1. 32)
- 0. 0528∗∗∗

( - 2. 78)
- 0. 0526∗∗∗

( - 2. 77)
- 0. 0598∗∗∗

( - 3. 17)
- 0. 0624∗∗∗

( - 3. 28)

r (β1)
0. 2637∗∗

(2. 10)
0. 1908∗∗

(3. 53)
0. 1828∗∗

(3. 47)
0. 1823∗∗

(4. 46)
0. 1252∗∗

(2. 01)
0. 1259∗∗

(2. 67)

ACE (β2)
- 0. 0410
( - 0. 35)

- 0. 0114
( - 1. 22)

- 0. 0198
( - 0. 63)

- 0. 0220
( - 1. 16)

- 0. 0488
( - 0. 86)

- 0. 0410
( - 0. 35)

ACEr (β3)
- 0. 0854∗∗

( - 2. 19)
- 0. 0689∗

( - 1. 79)
- 0. 0704∗

( - 1. 83)
- 0. 0699∗

( - 1. 82)
- 0. 0580∗

( - 1. 74)
- 0. 0591∗

( - 1. 55)

PD
- 0. 4065∗∗∗

( - 4. 10)
- 0. 2741∗∗

( - 2. 22)
- 0. 2837∗∗

( - 2. 25)
- 0. 2031∗∗

( - 1. 98)
- 0. 1918∗∗

( - 1. 95)

RD
- 0. 0268∗

( - 1. 80)
- 0. 0262∗

( - 1. 75)
- 0. 0229∗

( - 1. 54)
- 0. 0248∗

( - 1. 66)

FDI
- 0. 0014
( - 0. 36)

- 0. 0033
( - 0. 85)

- 0. 0042
( - 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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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INDU
0. 2104∗∗∗

(3. 64)
0. 1860∗∗∗

(3. 00)

OPEN
0. 0209
(1. 09)

sigma2_e
　 0. 0136∗∗∗

(16. 43)
0. 0131∗∗∗

(16. 41)
　 0. 0130∗∗∗

(16. 43)
　 0. 0131∗∗∗

(16. 43)
　 0. 0126∗∗∗

(16. 43)
　 0. 0127∗∗∗

(16. 43)

Log-likelihood 394. 98 403. 25 404. 86 404. 93 411. 48 412. 07

R2 0. 908 0. 911 0. 924 0. 924 0. 914 0. 914

个体效应 /
时间效应

Y / Y Y / Y Y / Y Y / Y Y / Y Y / Y

Number of obs.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数据为 z 值, W
表示地理邻接矩阵, Y 表示变量或效应被控制。 下同。

可以看出, 在模型 6 中, β0 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而 β1 在 5%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明显的倒 U
型关系, 完全符合收入与污染物之间呈现 EKC 曲线关系的假说; 另一方面

也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经济增长越

快, 碳排放量就越大 (即 EKC 曲线的第一阶段)。 究其原因, 可能是中国的

经济发展模式较为粗放, 尤其是以制造业带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化石能源的消耗。 而当前以煤、 石油和天然气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环境代价, 从而加剧碳排放。
ACE 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 β2 为负但不显著, 即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

下, ACE 每提高 1% , 平均意义上的碳排放量将减少 0. 041% 。 究其原因,
在于全国反腐败力度的加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严

格性和有效性, 从而促使企业合理配置资源并选用清洁型要素替代污染型要

素, 进而减轻环境污染 (降低碳排放), 但目前这种效应还没有得到充分体

现。 ACE 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系数 β3 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反腐

败力度的加强在短期内会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产生的正向作用, 但这并不

意味着反腐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长期的负面效应。 这是因为, 短期内反腐败

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与反腐败导致的 “腐败消费” 减少和 “消
极投资” 增加有关。 从长期来看, 反腐败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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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政府官员行为, 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 进而提高经济运行

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 李菲雅基于贪污贿赂、 渎职立案数据进行的关于反腐

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① 此外, 由于 β3 < 0, 根据 Leitão
的研究,② 可以得出反腐败力度的加强会使中国碳排放 EKC 的拐点降低的结

论, 亦即反腐败会改变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路径关系, 中国碳排放的拐

点在收入水平不是很高的条件下也能出现。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 表 3 显示, 人口密度和研发强度对碳排放具有较

明显的抑制作用。 其中, 人口密度每提升 1% , 将使当地的碳排放下降

0. 0248% 。 同样地, 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为负, 意味着外资引入带来的技

术正效应大于规模负效应, 从而减少了中国的碳排放, 表明外商直接投资

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存在 “污染光环” 效应, 但这种效应在统计意义上不

显著, 这可能是由各省域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参差不齐所致。 产业

结构和贸易开放度对碳排放的影响为正。 其中, 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为

0. 1860, 并在 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会

对碳排放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即工业越发达的地区, 环境污染越严

重, 碳排放就越多。 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 但与碳排放呈正相关, 说明中国加大对外贸易开放度会加剧当地的

碳排放程度, 同时也印证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 “碳泄漏” 效应。 至于贸

易开放度提升会增加碳排放的原因, 可能与贸易开放对碳减排的积极效应

显著小于消极效应而导致贸易开放转移环境污染的负面功能有关。 据报道,
一些企业为提高产品竞争力, 往往采取增加资源消耗和不处理污染物等方

式牺牲环境质量, 迫使环境污染物通过贸易开放从环境规制较强的区域转

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 而较宽松的环境规制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 进

而产生更多的碳排放。③ 但是, 中国的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小, 其系

数仅为 0. 0209。
2. 地区层面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反腐败力度、 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

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将中国大陆 30 个省域按东、 中、 西部地区进行划

分, 然后运用前述模型和方法对三大区域进行分析。 表 4 中, 模型 1 为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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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反腐败力度、 经济增长等核心解释变量对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果, 模型 2
则是将所有控制变量全部添加到模型中进行回归的结果。 可以看到, 在地区

层面, 东、 中、 西部地区的时空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与国家层面得出的

结论基本一致; 不同的是时间滞后项系数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 其次是中部

地区, 再次是西部地区, 而空间滞后项系数的变化却与之相反。 这说明西部

地区省域人均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效应 (即相邻省域对本省域碳排放的影响)
要比东、 中部地区更明显, 但东部地区省域人均碳排放的惯性依赖特征 (即
上一期残留在大气中的碳排放会加剧本省域当期的碳排放) 要比中、 西部地

区更显著。

表 4　 东、 中、 西部地区反腐败力度、 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L. CO2 (τ) 0. 6569∗∗∗

(16. 40)
0. 4918∗∗∗

(11. 03)
0. 5278∗∗∗

(9. 14)
0. 4898∗∗∗

(8. 07)
0. 4095∗∗∗

(9. 96)
0. 3589∗∗∗

(8. 46)

W∗CO2 (ρ) 0. 2458∗∗

(1. 97)
0. 2883∗∗

(2. 25)
0. 3025∗∗

(2. 22)
0. 3002∗∗

(2. 20)
0. 5489∗∗∗

(3. 58)
0. 5032∗∗∗

(3. 27)

Yr (β0)
- 0. 0125∗∗

( - 2. 38)
- 0. 0569∗∗

( - 3. 31)
0. 0873
(1. 10)

0. 0885
(1. 47)

0. 0293∗∗

(2. 41)
0. 0385∗∗

(2. 44)

r (β1)
0. 6792∗∗∗

(2. 80)
0. 4548∗∗

(1. 42)
0. 1243
(0. 29)

0. 1310
(0. 90)

0. 1959
(1. 17)

0. 0724
(0. 43)

ACE (β2)
- 0. 0411∗∗

( - 1. 59)
- 0. 0703∗

( - 1. 30)
0. 0338
(0. 13)

0. 0207
(0. 74)

0. 0303
(0. 71)

0. 0164
(0. 35)

ACEr (β3)
- 0. 2162∗∗∗

( - 2. 83)
- 0. 1762∗∗

( - 2. 49)
0. 1415
(0. 33)

0. 1193
(0. 88)

0. 0695
(1. 32)

0. 0314
(0. 60)

PD
- 0. 6212∗∗∗

( - 4. 08)
- 0. 0150
( - 0. 36)

0. 9526∗∗∗

(3. 51)

RD
- 0. 0538∗

( - 1. 78)
- 0. 0101
( - 0. 71)

- 0. 0015
( - 0. 18)

FDI
- 0. 0228
( - 1. 46)

- 0. 0073
( - 1. 16)

0. 0129
(1. 24)

INDU
0. 2910∗∗

(2. 48)
0. 3038∗∗

(1. 64)
0. 4614∗∗∗

(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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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OPEN
0. 0527
(1. 26)

0. 0126
(0. 27)

0. 0337
(1. 31)

sigma2_e
　 0. 0128∗∗∗

(9. 95)
0. 0105∗∗∗

(9. 95)
0. 0130∗∗∗

(8. 49)
0. 0124∗∗∗

(8. 49)
0. 0129∗∗∗

(9. 95)
0. 0119∗∗∗

(9. 95)

Log-likelihood 150. 40 170. 52 108. 29 111. 78 149. 87 158. 14

R2 0. 903 0. 908 0. 900 0. 905 0. 933 0. 939

个体效应 /
时间效应

Y / Y Y / Y Y / Y Y / Y Y / Y Y / Y

Number of Obs. 198 198 144 144 198 198

　 　

从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 东部地区的 β0 显著为负、 β1 显著为正, 而

中、 西部地区的 β0 和 β1 均为正。 这说明东部地区省域的人均碳排放与经

济增长呈显著的倒 U 型关系; 而在中、 西部地区省域, 则不存在这种倒 U
型关系, 意味着碳排放随经济增长仍呈上升趋势 (即处于 EKC 的第一阶

段)。 其原因可能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尽管中、 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也

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要素的合理流动, 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有

限。① 表 4 显示, 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 ACE 对碳排放的影响

方向存在地区差异。 在东部地区, ACE 的系数 β2 显著为负, 说明反腐败

力度的加强会使该地区的碳排放显著下降, 表明反腐败对东部地区的环境

质量具有直接的改善作用; 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 西部地区,
ACE 则会促进碳排放, 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至于中、 西部地区的

ACE 带来碳排放的增加, 可能同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在环境执法

中采取的 “触底竞争” 或 “不作为” 等腐败行为有关。 也就是说, 在中、
西部地区, 反腐败虽然可以从理论上迫使地方政府或企业通过强化环境规

制、 严格执行环保政策等措施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进而达到降

低碳排放的目的, 但由于中、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地方政府对环

境治理的偏好程度远低于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 因而, 在环境与 GDP
的取舍之间, 地方政府受到 GDP 的 “高能激励” 而更多地优先发展经济,
采取 “触底竞争” 行为, 从而放松环境规制的执法力度。 中、 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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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重要的能源、 钢铁和重化工基地, 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含

碳化石能源 (如煤炭、 石油) 的消耗, 进而导致碳排放增加。① 此外,
中、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也使碳排放治理和环境改善缺乏充

分的财政支持和技术支持, 从而难以改善由腐败造成的恶性竞争问题以及碳

排放增加问题。② 这一结果也可以从 ACE 与经济增长率的交互项系数 β3 得

到印证。 表 4 显示, 中、 西部地区的 ACE 与经济增长率的交互项系数为正

(即 β3 > 0), 说明反腐败促进了中、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进而导致碳排放

增加。 这可以从中、 西部地区的 ACE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得

到证实 (见图 2), 同时也意味着反腐败将使中、 西部地区碳排放 EKC 的拐

点提高 (即碳排放拐点需要在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下才能实现), 但这种影

响并不显著。 而在东部地区, ACE 与经济增长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即 β3 < 0), 表明反腐败可能通过强化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经济增长,
从而显著抑制碳排放, 并使碳排放 EKC 的拐点降低。

图 2　 中、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反腐败力度的关系

就控制变量而言, 东、 中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 且

东部地区在 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而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碳排

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后者与 Leitão 的研究结论一致。③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

因可能与我国不同地区的制造业结构有关。 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东、 中部地

区,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较多且发达, 这类产业对高碳

能源的需求较少; 而在西部地区, 高耗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较多, 加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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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对环境规制的强化作用并未显现, 从而导致环境压力增大, 碳排

放程度加剧。 东、 中、 西部地区的研发强度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
即均为负号, 但东部地区的研发强度对碳排放治理的贡献比中、 西部地区

更大, 且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研发经费充足、 科技水

平较高有关。 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在东、 中部地区为负, 而在西部地区为

正, 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引入外资对东、 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治

理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而对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治理则产生了消极作用。
究其原因, 可能是东、 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较西部地区更为严格, 在吸引

外资时更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入, 从而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 进而减少

了碳排放; 而在西部地区, 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 当地政府有可能不

惜放松环境执法力度, 而宽松的环境规制会导致能源消耗增加, 环境污染

(碳排放) 加剧。 这一结果也反映出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碳排放

增加的情形需要引起重视。 与国家层面的结果一致, 东、 中、 西部地区的

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并呈地区阶梯状差异, 即东、 中、
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的系数分别为 0. 2910、 0. 3038 和 0. 4614, 且西部地区

在 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出现这种现象, 可能是因为制造业是

我国的支柱产业,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

加, 加之制造业 (特别是能源开采加工、 石油化工和重工业制造) 对能源

的依赖程度较高, 故而制造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将直接增加能源消耗, 进而

加剧碳排放。 由于这种情况在西部地区比东、 中部地区更加突出, 故西部

地区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更加显著。 东、 中、 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

度与碳排放均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与 Rehman 等得到的贸易开放度

能够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使环境污染减轻的结论不一致。① 其原因可能是

在东、 中、 西部地区, 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进出口总额而放松了环境规制或扭

曲了环境政策, 进而导致环境污染加重和碳排放增加, 但这种影响目前并不

显著。
(三) 反腐败对碳排放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为确认反腐败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本文首先用

万名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涉案人数替代万名公职人员贪腐、 渎职立案数检验

反腐败对碳排放影响的稳健性, 相应结果见表 5 列 (1); 然后在剥离经济

因子影响的情况下, 选取 2012—2017 年反腐败力度较大的这 6 年的数据,
仍使用万名公职人员贪腐、 渎职立案数重复前文检验, 对应结果见表 5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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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结果看, 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程度与表 3 的回归结果基

本保持一致, 并且核心变量 ACE 对碳排放的影响在 10%的水平下达到了显

著。 尽管一些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所变化, 但变动方向均未发生逆转。 上述

结果说明, 本文的回归结果在统计上是稳健的, 同时也再次支持了前述理

论模型。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L. CO2 (τ) 0. 5105∗∗∗

(19. 74)
0. 5489∗∗∗

(8. 08)

W∗CO2 (ρ) 0. 3834∗∗∗

(3. 89)
0. 5442∗∗∗

(4. 29)

Yr (β0)
- 0. 0623∗∗∗

(3. 27)

r (β1)
0. 0634∗∗∗

(3. 04)

ACE (β2)
- 0. 0435∗

( - 1. 86)
- 0. 0256∗

( - 1. 51)

ACEr (β3)
- 0. 0520∗

( - 1. 64)

PD
- 0. 2086∗

( - 1. 65)
- 0. 2890
( - 0. 16)

RD
- 0. 0240
( - 1. 60)

- 0. 0489∗

( - 2. 26)

FDI
- 0. 0045
( - 1. 11)

- 0. 0041
( - 0. 92)

INDU
0. 1946∗∗∗

(3. 15)
0. 1248∗

(1. 69)

OPEN
0. 0201
(1. 04)

0. 0462
(1. 40)

sigma2_e
0. 0128∗∗∗

(16. 43)
0. 0027∗∗∗

(9. 49)

Log-likelihood 410. 87 275. 84

R2 0. 913 0.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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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 (1) (2)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Y / Y Y / Y
Number of obs. 540 180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反腐视角将地区腐败、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联系起来进行分

析,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反腐败力度、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动态空间 EKC 模

型, 利用 2000—2017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对地方反腐败会改善

环境质量的假说进行了验证。 研究发现, 反腐败能通过切断企业的政治关

联、 降低企业的 “寻租成本” 或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率而减少碳排放,
也可能通过在短期内抑制经济增长而间接抑制碳排放, 并通过降低 EKC 的

拐点来影响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 此外, 反腐败对碳排放及其 EKC 拐

点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在东部地区,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倒 U
型关系, 地区反腐败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并使碳排放 EKC 的拐

点降低; 而在中、 西部地区, 碳排放则处在 EKC 的第一阶段, 反腐败对碳

排放暂时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 这意味着反腐败在短期内可能会提高碳排放

EKC 的拐点。
上述结论表明反腐败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总体上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首先, 反腐败切断了企业的政治关联, 迫使企业通过创新提升自身的技术水

平和核心竞争力, 进而改善环境质量。 因此, 环保领域的反腐行动不但要坚

持, 而且打击力度还应加强。 其次, 反腐败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的影响存在差异。 因此, 针对东部和中、 西部地区的反腐策略应有所区别。
对于东部地区, 可适当将环境执法权限向中央集中, 建立有效的防范制度,
强化制度反腐; 而对于中、 西部地区, 可以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 改革

对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激励制度, 改变过去以 GDP 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

指标的做法, 逐渐转变为以辖区内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为主要考核指标, 从

而真正实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另外,
中、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 特别是污染密集型产

业。 因此, 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引导产业结构向低能耗方向发展 (如
关停 “三高” 产业、 吸引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入及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研发

投入), 也是落实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举措。

(责任编辑: 任朝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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